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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对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的访谈，话题涉及译介学及翻译学学科建设多个方面。谢教授期待

时代语境的新变化能够促使中国翻译研究取得新突破，他主张: 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学术研究需要积

极营造自由论争的学术氛围，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三大意识:即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创新意识。谢教授还非

常坦率地谈及其两大学术研究的遗憾:一是其“翻译文学史”类著作未能真正达到其提出的“翻译文学史”

的理想设想; 二在传播中国学术包括其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外“走向世界”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也深含谢教授

对年轻学者的殷殷期盼与嘱托，期望学界很好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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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Tianzhen，A Founder and Advocator of Medio-Translat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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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ie Tianzhen，a Ph． D． supervisor of Shanghai Foreign Studies Uni-
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The interview cover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independ-
ent discipline in China，the hot topics in pres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the choice of thesis topics，research
methods，etc． In the interview，Prof． Xie points out that he has two regrets in his research and hopes the young
scholars can do much bette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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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教授为享誉国内外著名比较文学专家，

翻译学学科的积极倡导者和奠基者，译介学创始人，

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学者

和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谢教授学术

视野开阔，治学谨严，唯真是从，在 30 多年的研究与

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很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人才，

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研究，其著、编、译

学术著作有 50 余本，发表论文 200 余篇，主要有专

著《译介学》( 1999) 、《翻译研究新视野》( 2003 ) 等。

下面是笔者压缩整理的 2012 年 4 月访谈谢老师记

录稿。

张建青( 以下简称张) : 谢老师，您多年来从事

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国内外影响都很大。王向远

教授称您为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

确实并不为过。( 王向远，2008: 53 ) 我们较了解您

的都知道您懂多门外语，尤其是俄语、英语，还懂一

些德语、法语和日语，还翻译过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只不过您比较低调，很少谈自己的求学与治学经历。

您能简要谈谈吗?

谢天振( 以下简称谢) :首先呢，王老师讲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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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其实是拿我的名字开个玩笑，不要当真。我

只是在国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研究界起步较早一

点，知道我的人多一点而已。

我上外俄语系毕业，“文革”前的老大学生，

1962 年考入上外，正规学习二外德语两年，文革期

间自学了英语、日语与法语。我 1966 年毕业，从
1968 年起做过 11 年中学英语老师。至于文革及后

来经历我在与宋炳辉的访谈中已谈过一些，不再多

讲了。( 谢天振、宋炳辉，2008: 39 － 41)

张:谢老师，作为国内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领军

人物，译介学的创始人，您的研究跨越了不同的领

域，不仅在文学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表

现在“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史”及“中国翻译史、翻

译思想史”之类著作和论文大量出现; 在其它学界

如史学界、哲学界、政治学界、语言学界也有众多同

仁学子借鉴了译介学理论，出版了“兵书译介研

究”、“农书译介研究”、“外来语译介研究”、“哲学

译介研究”乃至“某某书译介研究”、“某某人译介研

究”甚至“某某词译介研究”等著述，可谓具有方法

论的突破意义，泽被学人，影响深远。您被学界公认

是“国内译界少有的几位有理论创新的翻译理论

家”( 廖七一，2008: 50 ) ，在长达 30 年的翻译研究

中，从跨学科的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

介学理论体系，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时

空进行考察，使翻译研究超越了“术”的层面而上升

为一门显学。您是将“译介学”整理形成一种理论

系统，并纳入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人。( 王

向远，2008: 54) 那么，可有根“吾道一以贯之”的红

线将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串联起来?

谢:我想“领军人物”、“创始人”、“奠基人”这

些称谓于我来说太大了，实在受之有愧。我在译介

学、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这些领域，至多也就是有点

小小的影响罢了。广州暨南大学曾有位青年老师问

我，“谢老师，您对自己今后的学术发展有什么想

法?”我当时很坦率，回答说: “我此生最后也无非是

写出那么一两本没什么人看的学术书吧。”作为学

者，我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从事的学问都比

较“偏”、比较“专”，所以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我

没想到的是《译介学》后来竟然会那么受读者欢迎。

张:这书内容在当时很新鲜，观点独特，视野开

阔，受到欢迎也是很自然的。

谢:人生中其实有很多偶然机会。当年就在我

酝酿撰写《译介学》时，上外当时一位副校长有一天

忽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去加拿大访学。那是
90 年代初，出国机会极为难得，我当然想了。他关

照我去外办拿表格，申请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我

拿到表格一看，发现距离截止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了。

申请表要求申报者做一个 proposal，写明访学的目标

和计划。我把目标定位在对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进

行考察和研究，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在

此之前，我每年都给《中国大百科》写一篇文章，评

说当年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此外，我对西方

的、苏联的、东欧的、港台的比较文学研究进行过梳

理和研究，并写成文章发表。我把这些内容都作为

前期成果填入表格，我的申请就具有了强有力的基

础。幸亏当时加拿大驻华使馆的教育参赞，她是位

教育学博士，看了我的材料很欣赏，并断定我能够完

成预期目标。她难得亲自到上海来对我面试。面试

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所有问题我都应答自如，但

当她问我关于加拿大的作家、作品时，我却傻了，因

为我对加拿大文学确实知之不多。幸亏她接下来又

问我关于加拿大文学理论的问题，我跟她大谈弗莱

的原型批评理论，总算挽回了尴尬局面，还给她不错

的印象。接下来她就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加拿

大?”至此，我算过了关。

举这个例子，我是想告诉年轻人在项目申报的

过程中，不可否认的确有些非学术因素起作用，但也

绝非全然如此。首先要自己尽量做到最好，一定要

在某些特定领域做出一些前期成果。文革时期讲究
“政治面目”，如果说一个人“政治面目不清”，那是

要命的事。今天做学术研究，也要讲究“学术面

目”。一个学者“学术面目”一定要“清”。比如人家

一看到你的名字“张建青”，就会想到你是做“儿童

文学翻译研究”的，那就说明你在这方面曾有所贡

献。这样，今后申报相关科研项目时，我不能说你一

定会成功，但可能性肯定比较大一些。

加拿大访学期间，我研究加拿大比较文学之余，

意外接触到当时最新、最前沿的西方翻译理论。这

事可说偶然，但也是必然。偶然是我的这个契机，必

然则是因为我的知识背景。我的知识背景决定了我

能够发现多元系统论，发现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

派”的代表人物的翻译理论。其他不具比较文学背

景的人，看到多元系统论等当代西方译学理论，就未

必会感兴趣。所以，我从比较文学，到译介学，到翻

译学，背后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有其必然性。你

所说的“一以贯之”的红线，大概就是我从学生时代

以来就形成的对翻译的兴趣。我对翻译一直怀有浓

厚兴趣，一直在想，等我真正退休了，就翻译我喜欢

的作品。

张:这样说来，无论是您之前的兴趣，还是后来

的学习，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促使您走向后来的学术

道路。除了外因，更重要的还是内因。首先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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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兴趣做支撑、做动力，后面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了。因此，您由比较文学和译介学自然转向关注翻

译学学科的发展，您也一直大力倡导翻译学学科的

独立，最近更密切关注最新兴起并为体制接受的翻

译学学科建设，还对翻译学尤其是 MTI 建设中的
“大跃进”现象提出了严正批评。您近期在《东方翻

译》发表了“学科建设不能搞‘大跃进’———对近年

来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点反思”( 2011a) 及“翻

译学，何时才能正式入登教育部学科目录”

( 2011b) ，二文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请再重点谈谈吧。

谢: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我在关注翻译研究领

域之后，确实对它越来越重视。这也要感谢比较文

学这门学科，我较早地参与、见证了比较文学学科建

立的全过程。1982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承担了创办

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即今天的《中国比较文

学》的任务。创办杂志过程中，我跟季羡林、杨周

翰、乐黛云等先生都有直接接触。这让我有机会了

解了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全过程，对学科建设也有

了比较感性的认识，所以当我看到翻译研究长期徘

徊在学科体制之外，就很有体会。我几乎率先看到

了问题所在，也就较早地提出要把翻译研究作为独

立学科建立起来。值得庆幸的是，与此同时国内翻

译研究界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南京大学

的许钧教授，广外的仲伟合教授，上外的柴明熲教

授，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偶然、却又是必然的因素发

挥了作用，那就是时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长的李

未教授，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对他们学校的

外语学科建设非常重视。他曾邀请我跟他见面，想

听听我关于外语学科建设的建议。我就把我的想法

告诉了他，提出“今天的外语学科建设必须把翻译

学学科建起来”。他听后很感兴趣，也很赞成，就让

我写封信把我的想法写出来，由他附一封他自己的

信，一同转给主管学位建设的教育部领导。

我很快就写好了信。在信寄去两个星期以后，

教育部有关办公室就给我打来电话，同时发来正式

公函，对我的三条意见做了认真答复。与此同时，许

钧教授等其他人也在和教育部有关部门积极沟通。

这样，几方面的因素形成一个合力，有力地促进了翻

译学科的建立。

不过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正式建立以后也出现了

些问题，主要是最近几年发展太猛太快，这跟一些学

校领导对这个学位点的意义和功能认识不足有关。

他们把它看作一个普通的学位点，并没有意识到它

是一个专业学位点，所以这些学校的实际教学与管

理都与 MTI 学位点的要求和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好在目前 MTI 教指委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建

立相应机制进行控制。

张:确实如此。一个新学科建立之后，必然会出

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作为长期关注翻译学科建

设并促成翻译学科建立的重要学者，您对此是有感

而发。

谢:是啊! 我对翻译学科特别有感情，希望看到

翻译学科平稳、健康、科学发展，不希望看到它成在

我们手中，毁也在我们手中啊。

张:所以今年年初，您又在《中国翻译》发表了

一篇呼吁性文章，即“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

究的新突破”。该文对今天的翻译研究很有指导意

义。您指出:“最近 30 年，我们国家在翻译研究的

理论意识的觉醒和翻译学学科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突破，但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而已。”( 谢天

振，2012: 13) 您指出: 从历史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进

入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第三阶段，宗教翻

译与文学翻译已经边缘化。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中

国翻译研究要有新突破，应该特别认识到时代语境

的新变化。( 同上: 13 － 14)

谢:时代语境的变化的确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

的问题。

张:您与时俱进，一直坚持理论思考的精神和勇

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向远老师曾论及“您在

阐发自己的理论过程中，伴随着很多激烈的学术争

论。在这个过程中，您展现了理论家可贵的坚持的

勇气”。( 王向远，2008: 55 ) 我们还发现: 您主持的

会议往往给与会者留有这样一种深的印象: 无论是

您教的学生还是参加您学术会议的一些学者，不管

哪个年龄段的，大家都有更多深度参与机会。年轻

学人也能够感受到各方面的这些反响，他们往往说

您的会议无门户之见，总是能邀请到各门各派来各

显神通。会议议程安排也紧张有度，还能忙里偷闲，

安排著名学者分组与青年学子交流。尤其是学术争

论，不仅热烈而且友好。

大家还多次提到 2009 年秋金华会议。那次全

国性会议，也有国外以及港台专家过来。在会上我

们遇到江枫先生，他给与会的人都发了一篇很长文

章的复印件，文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说谢老师您，其

实大家都知道他不同意您的主张，是公开批评您。

他把反对您的主张写成文章分发给很多与会者。我

们第一时间拿到这个都很吃惊，觉得可能您不知道，

后来却发现您其实是知道的，又看到您仍和江先生

一起亲切交谈，谈笑风生。会后大家私下都很感慨，

觉得在这方面，您给后生学者很多言传身教的地方，

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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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其实我一直主张学术研究需要正常的学术

争论、争辩，需要营造一种学术论争的自由氛围。这

对于年轻学者的成长特别有好处，所以我经常鼓励

我的学生去看与我意见不同的文章，鼓励他们去听

不同的声音。我只要一听说哪篇文章跟我意见是不

同的，或者是批判我观点的，就马上会告诉他们赶快

去找来看。如果只有一边倒的声音，年轻人是成长

不了的。至于对我个人观点的争论、争辩甚至批评，

我觉得这里边也许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我自己

对一些观点论述得还不够全面，还不够严谨，所以人

家会进行质疑;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批评者还没能了

解我是在怎样的层面上提出问题、阐述问题的。

所以我经常举瞎子摸象的例子。我说不应该嘲

笑这些瞎子，他们说大象像一根柱子，像一把扇子。

应该看到，大象的某一部分，确实像一根柱子，像一

把扇子。当然，断言整个大象像一根柱子，像一把扇

子，并且把它当作真理，那就错了。我们每个人看到

的其实都是一个局部。我们，包括我自己，应该意识

到这一点，认识到我们所知都是有限的。

张:这让我想起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神

谕“Know Thyself”。苏格拉底不也多次说过“最有

智慧之人乃是认识到自己的智慧不值一提之人”

( 柏拉图，2008: 255 )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老子不是早就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么。研究

者确实要明辨慎思，才能养成求真通达的研究态度。

谢:对。我也只是从我的立场出发，就我看到的

一点东西，发表一点看法而已。那么你呢，也是从你

的立场出发，写出你的看法。比如你从文学翻译的

实践层面，提出了一些问题，而我则可能从译学理论

的层面思考问题。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如果

没有认识其中的这一差异，那么对话时就会产生误

解。譬如说江枫先生，作为一位长者，在翻译实践方

面有一定成就的资深翻译家，我是很尊敬的。

张:您的尊敬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了。

谢:至于学术观点不同，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我觉得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气度，一个胸襟，听得了人家的不同意见。而且呢，

说实话，我还很欢迎有不同的意见，针对我的一些著

作也好，文章也好，一些观点也好，我都很欢迎。这

些意见，一方面有助于我自己进行反思，帮助我把有

些问题阐释得更加透彻一些，更加全面一点，更加严

谨一些。也有利于我的学生的成长，兼听则明么。

张: 对做研究，对于同行或者是竞争者乃至对

于自己观点的“持异议者”，表示感谢也好，理解对

方也好，都是一个学人应有的气度与胸怀，因为同行

的支持、赞同、异议、质疑、论争，其实都会促进自己思

考。就这一点而言，学界也有些人就不是很宽容了。

谢:但也有些人是很宽容的。譬如说罗新璋先

生。我跟罗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

上都发表过一些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讲学时，我

还当面对他的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但罗先生根本

不以此为忤，仍然把我当作他的朋友。我去台湾开

会，他正好在台湾讲学，他还掏钱请我吃饭，还去买

了音乐会的票子，请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

对此我很感动。还有，像南京的张柏然老师、吕俊老

师，都是这样的。观点不同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

敬，也没影响他们对我的友谊。我们是学者，观点不

同很正常。他们把我看作认真的同行，我也发自内

心地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

张:真正的学者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应该有

胸怀将不同学者的观点，甚至与己针锋相对的观点

展现给学生。在研究和教学中，这点很重要。那么，

您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过程中，是怎样培养他们特别

是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术研究意识的呢?

谢:我对学生一直强调要养成三个意识，一个是

问题意识，一个是理论意识，一个是创新意识。每个

学生，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上的，都应该确立这样三个

意识。有人说提“创新意识”，这个要求太高了，做

不到的。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人人都

能做到的，就是鼓励学生对于一个问题加以认真分

析，通过深入思考，刻苦研究，找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而这一得之见来源于什么? 源于他的问题意识。做

研究就一定是要找到问题，否则研究就是盲目的。

怎么才能找到问题呢? 这就需要问题意识的训练，

需要充分占有跟所研究的对象有关的材料，仔细研

读这些材料，这是引发自己思考、最终发现问题的基

础。

张: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学生深入思考。问题意

识有了以后，才有可能产生创新的追求。能发现问

题可能最重要，比解决问题有时更重要。

谢:理论意识也很重要。有的人很忽视理论，觉

得理论很虚、很玄，有什么用呢。其实理论的最大功

能就是帮助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譬如，同样看

待这个翻译行为，有些学者包括有些长期从事翻译

实践的人，觉得翻译就是这么一回事，怎么看也看不

到翻译行为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跟国际背

景的关系。这就与理论意识的缺乏有关，造成了看

问题时的盲点。

张:因此也就无法由小见大，甚至视而不见。

谢:对。理论会提供分析问题、观察问题与解释

翻译现象的切入点，让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问题

的本质。以译介学为例，按理说我是在研究翻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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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不提翻译学，而提出了译介学? 这就跟比较

文学理论、比较文化的理论有关。这些理论给了我

一个大的文化视野，一个独特的分析翻译问题的切

入点，从而让我能够发现翻译圈内其他人发现不了

的问题，诸如文学翻译缺席鲁迅奖的事，中国文化如

何才能有效地走出去的问题，等等。

张:角度一变，看问题就会发生很大变化，问题

意识与发现意识也就凸显出来了。

谢:是的。有的人在批评中国没有得到诺贝尔

文学奖①、分析中国文化没走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翻译的问题。这些人其实都没有抓住要害，没有看

到问题的实质。

张:应该从文学、文化的跨国传播与译介的规律

和特性角度去看。

谢:对，所以我特别指导了几个博士生做了些个

案研究，如《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熊猫丛书”

的英译研究，等等。通过这些个案研究，用具体的数

据来说话，才说明问题。

张:是。我很想问您一个私下的问题: 在自己的

研究中，您有些遗憾吗?

谢:当然有了。因为个人才识、能力、时间、以及

客观条件等各方面的局限，肯定会给自己的学术研

究留下些遗憾的。回顾我这 30 年的研究道路，我觉

得在两个方面存在着较大遗憾。

第一，我没有真正写成自己理想的“翻译文学

史”。我比较早地提出了“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

译史”概念，尤其是“翻译文学史”概念，认为真正的

翻译文学史应该让读者不仅看到翻译事件，还要能

看到作家、作品。但是说实话，我那本《中国现代翻

译文学史》，以及正在做的《当代翻译文学史》，都没

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因为篇幅局限，另一方面，真

正做需要更多的专家和时间，要按照地区国别或语

种来做，才有可能做到。这方面王向远的《中国 20

世纪日本翻译文学史》就做得比较好。

第二个呢，在把中国的学术包括我自己本人的

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方面，我做得还是很

不够。我们对有一些问题的思考，其实跟国际同行

是同步的，特别在翻译研究方面。在翻译研究领域，

尽管他们比我们起步稍微早了一点，但我们与他们

相差并不大。我们现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也

不比他们差的。但我们总是关着门在国内发声，而

没有很及时地去跟国际同行交流。这样一来对于我

们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其实是很不利的。我呢，因

为关注国内翻译问题太多，也受到语言能力的局限，

未能较多用外语特别是英语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

以扩大国际影响，这也就影响了我们的、我自己的学

术成果走向世界。其实很可惜。许多人看了我的研

究成果以后，就觉得“哎，你这个成果应该到国际上

去发出声音啊”。可是要发声音的话，就需要把它

翻成英文，需要到国际上去亮相。但这些都需要时

间和精力，以及纯熟的英语表述能力。这方面有的

同行，像王宁教授，就做得比较好。

张:怎么样把我们这些标志性学术成果展现到

国际上去，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的确很重要。这一

块，恰恰也是青年学者可以认真去做的内容和研究

的新领域。您刚刚谈到的这点，在某种意义上其实

也是对年轻学者提出的殷殷期望。既然我们的翻译

研究几乎与人家同步，甚至我们的翻译问题、研究意

识、我们提出的原创性翻译理论和国外好多都是同

步的，那么年青学者就应尽力把近 30 年来中国的重

要学术研究成果翻译出去，介绍出去。

谢:是啊，我很希望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多做工

作。

张:您这种声音通过访谈传播出去，就会激励很

多学人自觉往这方面努力。相信您的遗憾会慢慢得

以弥补的。多谢您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

① 此篇文章是根据 2012 年 4 月访谈记录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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